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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时代”与文化权力的大众化
李 应 志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当前对视觉文化和图像转向的研究,除了哲学和艺术学角度之外,还包括文化研究这一重

要视角。但西方文化研究传统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的主要着眼点,在于文化工业和统治意识形态对大众的

控制,这种控制进而影响到国内学者对视觉文化的批判。这种批判立场对视觉图像在阐释方面关注不足,

忽视了视觉文化和图像转向在文化权力方面之于现代大众社会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在过去以“文字-阅

读”为主的文化模式中,文化生产权力和阐释权力都掌握在特定的文化精英手里,而现代媒介技术支撑的

视觉文化则改变了这一状况,不仅图像的生产和消费突破了精英群体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因为图像理解的

直观性、丰富的层次性和多元的可能性,使各种不同文化处境的受众都可以获得各自有效的图像阐释,也

使受众在一定程度上不再依赖精英化的权威阐释,得以可能摆脱统治意识形态的规训。据此,向“图像-
观看”这一文化模式转换的过程也就可以看成是一个文化权力的大众化过程。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但

也同样处在视觉文化和图像生产十分发达的时代,对“图像时代”与文化权力大众化的探讨具有一定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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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图像时代”:文化权力的大众化

从广义讲,图像是一种人类视觉感官的信息处理结果,即通过视觉而形成的一种形象。当人

类把视觉形象刻画出来再现为一种传媒形式之后,狭义的图像就出现了。这种作为表达媒介的

图像,逐渐分化为艺术和抽象的文字,成为人类最重要的文化传递方式,可以说,人类对视觉图像

的阅读和理解几乎跟人类社会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但在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中,抽象化后的

图像与声音符号结合形成的文字符号逐渐成为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承的主要媒介形式,图像则更

多地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而存在。随着印刷、摄影、电子和网络等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图像重新

成为人们理解与把握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从海德格尔的“世界被把握为图像”、维特根斯坦的

“图像俘虏了我们”,到巴特的“文字充实图像”、鲍德里亚的“拟像”,再到今天蔚为壮观的视觉文

化学术思潮,都证实了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

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1]。米歇尔在《图像理论》中把这种变化看成是一种罗蒂哲学

史意义上的“转向”,即一种继“语言转向”之后的新的历史阶段,它意味着以图像为中心的理解世

界的方式向以文本为中心的世界观发出的挑战,而不再是作为次于语言文字的观念表达方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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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米歇尔认为,哲学家们“保卫语言”体现出来的焦虑之情,正是这一转向到来的明确信

号[2]。在这些观点里,我们非常明确地感受到与视觉文化和图像时代的到来相对的文字和印刷

文化的衰落。换句话说,我们感受到的是表达、理解和阐释世界的文化方式的变迁。从文化信息

的传递方式看,一种以“文字-阅读”为主的模式逐渐让位给了以“图像-观看”为主的模式。这

种转换既是一种信息生产和表达方式的转换,也是一种从“阅读”到“观看”的接受方式和阐释方

式的转换。

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角度看,文化权力实践的有效性不只有赖于文化生产,也有赖于成

功的文化阐释和文化接受,它必须先内化为接受者知识系统的一部分,才能完成对接受者的主体

规训。从“阅读”到“观看”的转换,涉及的正是阐释、接受与文化内化这一文化政治的关键地带,

很大程度上使主体多元化的阐释选择获得了更大的可能性空间,从而弱化了意识形态权力实践

的有效性。不仅如此,今天复制技术支撑的图像以其快速、直接的传播特点充斥着我们的文化领

域,这也使得大众获得了空前广阔的文化接受空间。视觉文化的兴盛和图像转向并非如通常的

文化研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诡计,相反,这一文化形态的出现,在很大程

度上可能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精英意识形态的摆脱,意味着文化权力的大众化转移。

二、对视觉文化的批判:一个文化研究的传统

(一)西方大众文化批判与对视觉文化的悲观态度

西方早期文化研究关注点主要在于文化生产(者)以及精英知识分子,大众文化从生产到消

费都基本上被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所设计和控制。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整体上持批判立场和

悲观态度,认为文化工业集中体现了技术这种科学控制的具体形式,通过机器和媒介技术控制并

过滤大众意识,如通过电影的方式为大众制造一个“常规观念的世界”,电影“复制经验客体的技

术越严谨无误,人们现在就越容易产生错觉,以为外部世界就是银幕上所呈现的世界那样,是直

接和延续的”[3]113。从文化工业的生产制造端看到的是资本权力的意识控制力量,大众往往被看

成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大众文化以生产标准化的快感和幻觉来掩盖其权力机制,就像一种兴奋剂

和麻醉剂使大众满足于粗浅与单一的快乐,从而在狂欢中渐渐失去对幸福的期待,失去了变革社

会的力量,“对另一个社会的向往这种‘幸福保证’的信念,已被系统性地从不断得到强化的‘肯定

性文化’中被清除出去”[4]。同样,英国早期文化研究者阿诺德、利维斯、汤普逊以及美国学者德

怀特·麦克唐纳等人的文化研究也着眼于大众文化生产链条的开端,大众文化被看成是一种资

本主义的市场诡计,制造了“廉价的情感诉求”“生动的生活幻象”和“催眠化的接受环境”,使得文

化不断“降格”,从而破坏了传统精英文化的理想与价值传承[5]。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一种历史现

象也在文化领域中显示出无可比拟的变革力量,它摧毁了利维斯主义者们的文化信心,因为这种

力量体现的是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势不可挡。换句话说,他们看到的是一种文化生产和文

化消费被全面掌控的情况。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消费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所批判和揭示

的,也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操控的结果就是使大众变得顺从,就
像成人仪式那样,人们主动“认同管教他的社会权力”,“人们只有逆来顺受,才能有所依靠”[3]139。

视觉文化作为大众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学者们对它的文化态度一般是批判性的。对大众

文化的悲观看法作为一个业已形成的潮流,也体现在理论家们对视觉文化的看法上。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常常以电影和漫画为例。从海德格尔、本雅明到鲍德里亚

和巴特,再到詹明信和波兹曼,他们在论及视觉文化的兴起和图像时代的到来时,常常把这一历

史现象与资本主义的技术统治和消费主义等联系在一起,把“大众”作为与资产阶级和文化精英

相对立的群体,尤其是把“大众”作为无产阶级看待。在这种“大众”概念的前提下,视觉文化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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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种资产阶级和文化精英为底层“大众”定制的文化鸦片,视觉文化兴盛的原因就被认为是

在于图像的“通俗”和西美尔所说的“低层次”,甚至归结为詹明信所说的视觉在本质上的“色情”

性,或波兹曼的“欲望”满足和“浅薄娱乐”[6-8]。米尔佐夫对当代生活视觉化的研究,同样立足于

批判立场,揭示视觉化方式具有的意识形态规训和权力运作功能,是运用福柯、拉康理论阐释视

觉文化的代表[9]。
(二)国内学者对视觉文化的批判立场

国内视觉文化研究总体上沿袭了普遍的批判立场。在国内21世纪初刚刚兴起的视觉文化

研究中,“许多学者在文章中都表现出对视觉文化认识的浅薄,对人的创造性、想象力的负面影响

的忧虑”[10]。例如作为早期研究视觉文化的代表,周宪就较明确地指出了视觉文化的负面作用,

在多篇文章中表达了对视觉形象过剩、人造形象遮蔽自然形象的忧虑[11],对视觉意识形态进行

了分析批判:“在看的状态中,包含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内容,……使得种种视觉行为似乎是自然而

然的,没有什么值得深究的东西。”[12]有的学者把这种批判与消费文化联系起来,把图像消费作

为符号拜物教的一种表现,“生产商为了利润,消费者为了视觉需求和精神满足”,最终“导致人从

图像生产的主体成为被图像任意操纵的客体”,“人的主体性被所谓的真实消解,被‘性和暴力’所
异化等等”[13]。张伟近几年的系列文章对视觉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度揭示,指出图像主导的现代

视觉机制与既定的伦理规范背离,催化了身体的资本效应,催生了“身体消费”的美学实践和“窥
视欲”下的身体焦虑等[14-15]。

国内对视觉文化的批判突出地表现为“图文之争”,认为图像观看带来了文字阅读的危机,整
体上认为图像文本主导的是一种肤浅的文化类型。这种焦虑一开始就在刘禾等人那里表现出

来,认为这是一种以技术为支撑的“进步主义”陷阱[16]。金惠敏认为电子媒介时代的图像增殖

“对以印刷媒介为基础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甚至也可以说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文

学危机”,这种危机“瓦解了文学赖以存在的深度主体”,“新媒介拟像一方面抽掉了文学对现实的

指涉,另一方面又现实地为资本主义商品语法所操纵和榨取”[17]。周宪认为“读图时代”存在着

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图像对文字的“战争”,文学作品不断被影视“殖民化”[18]。“图像符号以其感

性、形象、生动的特有优势日趋兴盛,已然超越文字符号成为当代居于主导地位的符号类型,我们

成了图像的痴迷者,世界只有以图像的形式呈现,才为我们所乐意接受和喜欢”,由此带来的后果

是思维的“碎片化”“单向度”“平庸化”,甚至导致“无经验的生活”和“家庭关系的解体”[19]。“文
学图像化”是文学危机论的核心观点之一,“图像凭借其强势地位,使自己建构的有形的形象取代

原本存在于想象空间的无形的形象,从而消解了文学的‘深度’”[20]。
(三)视觉文化批判立场存在的问题

对视觉文化和图像转向的负面看法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相关研究,已经成为本领域的学术传

统,常常会以总结性的二元模式表达出现,如认为“视觉文化的出现并逐渐占居社会文化的主导

地位,意味着一种由深度向平面、由精神向欲望、由小众向大众的变迁过程;也是文学逐渐退居边

缘、图像日益跃居前台的演变”[21]。这种看法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尽管人们也认识到“理论上

来说,对图像的接受首先需要感性能力,然后也需要理性能力。但是在当前的大众化时代,实际

情况常常是,人们更追求图像消费时的感性享受,生理快感常常超过了精神快感”[21]。这种一脉

相承的看法都潜在地假设了“图像-观看”这一文化类型的大众文化背景,并沿用西方文化研究

传统乃至批判理论对大众文化的批评模式,即假设“大众”在文化上的浅层次和被文化工业操控

的特点。图文之争因此潜在地反映了大众与精英、感性与理性、肤浅与深度的二元对立结构。

不过,国内还是有人较早地看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例如曾军就认为,图文之争的问题虽然

复杂,“但主导这一观念的思维方式即‘图文对立’的‘图像偏见’。如果不首先摆脱这一偏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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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许多具体的文化分析都将无法得出客观准确的结论”[22],他认为:“在所有对读图时代、图像转

向的忧虑中,还包含着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即文字比图像更深刻、更重要、更值得珍惜。其实,
‘读图’不会使人幼稚,‘读文’也未必使人聪明。”[22]

总体来看,文化研究对视觉文化持基本一贯的批判立场,“基本结论大致都是图像、视觉、景
观对于人的压迫。这样的研究取向无法带来对视觉性的真正分析,容易直接略过对象的视觉内

容与构成而形成判断”[23]。近年来,逐渐有人意识到视觉文化和图像传播的正面价值。程立涛

认为“图像具有激发人的视觉快感,调动视觉和听觉的全方位认知,引发丰富的联想能力和创造

性思维”的功能,“它与受众的心理欲求和接受规律高度契合,因而在价值传播方面具有无可替代

的优势”[24]。刘洪通过具体例证分析图像与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看到了图像阐释的个性化和

对权力的抵抗,掌控图像的权力会出现从制作者到受众的“飘逸”[25]。已经有人清醒地看到,“图
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

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26]。与“图文之争”相比,把
“图像-观看”作为打破“文字-阅读”限制的“解放”形式,这一看法是尊重现实状况的。换句话

说,在很大程度上,图像不过是文字霸权的一种多元补充,带着浓厚的文化民主化和文化权力大

众化的意味。的确,早就应该摆脱表面的精英/大众、深层/浅层、理性/感性这样的对立思维。遗

憾的是,以上学者的提醒在后来的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和深入分析。

与视觉文化兴起和图像转向相关联的问题是,这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大众”观念? 如果说

“贵族”和“平民”是以等级为标准进行划分的,那么我们所关注的“大众”是与“精英”对立的群体

吗? 同样,谁是“精英”? 难道“精英”在今天指的是电影电视、电子媒介和图像阅读的拒绝者? 同

样,无论是从职业还是从收入和社会地位看,都无法在这些标准中得到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大众”

和“大众文化”概念并运用于视觉文化和图像阅读。事实上,在发达的网络和移动电子媒介技术

背景下,今天的每个人都可能是图像的生产者和阅读者,不能再把“大众”仅仅看成是“平民”或
“底层民众”,高级知识分子和文盲、职场白领与无业游民都可以在特殊的个人状态下成为“大众”

的一分子。各种层次、各种环境中的人,都在其职业限制之外共同消费着以电影、电视、移动媒体

和网络等媒介为主要载体的大众文化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图像的兴起不过是资本主义和文

化工业带来的一种文化消费领域的扩张。换句话说,图像所带来的是更大范围、更多元化的文化

市场和文化传播。由于图像本身具有的极为丰富的阐释可能性特征,人们在进行图像消费时,并
非像多数文化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处于被动接受地位,文化市场同样会遵循市场的辩证法,市场与

消费者是相互选择的关系,也就可以把这种文化市场的扩张及其后果称之为文化权力的大众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非二元对立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大众社会和图像文化的兴盛,会更深入地理解

这一文化形态变迁所具有的历史意蕴,尤其是可以更清楚地展示“图像-观看”在文化解放方面

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三、“文字-阅读”:传统文化传播模式对精英化阐释的依赖

(一)“逻各斯”传统与精英文化的阐释权威

从历史上看,文化权力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话语阐释权力的变迁之中。在西方传统

等级社会中,阐释权力总是以真理的名义掌握在少数文化精英和权力阶层手中。从古代先知、中
世纪神职人员到近现代各领域知识分子,阐释被看成是一种传达神和上帝旨意以及揭示世界奥

秘的工作。在神圣时代,神或上帝旨意的传达主要通过“说”和“听”的方式进行。在赫拉克利特

那里,“逻各斯”这一概念本身就兼具“真理”和“言说”的含义,作为阐释世界的“哲学”(Philoso-

phy)的含义也是同语言(Philology)、辩论(Logic)紧密联系的。德里达用“逻各斯中心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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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中心主义”来总结整个西方形而上学阐释世界的思维模式,原因就在于古典时代的阐释假

设了声音、思维和真理的直接同一性。随着印刷技术的广泛应用,“文字-阅读”模式突破了“言
说-聆听”模式的限制,更多数量的人可以接触经典,同时也因为阅读的时空自由度而扩大了阐

释的开放性。这就率先带来了较大规模的阐释权力的流动和转移。彼得·伯克通过对公元

1500年到1800年间欧洲近代早期大众文化的长时段考察,认为“印刷术的出现破坏了传统的口

述文化”[27]。这里所谓“破坏”,其最重要的指向即阐释权力从少数“口述者”向书籍阅读者的转

移。维克多·雨果说:“印刷书籍取代了中世纪教堂的角色,成为人们的精神载体。而千千万万

的书籍把教堂所传播的唯一思想割裂成千千万万条意见。文字粉碎了这一顽固的思想,把教堂

撕裂为千千万万的书籍。”[28]

印刷文字作为载体破坏了口传文化,但仍旧是潜在地作为声音的记录形式而存在的,相对于

“图像-观看”模式而言,“文字-阅读”与“言说-倾听”模式都认同同样的真理性依据,由此也就

设定了一个可以不断追逐和不断逼近的权威性阐释。也就是说,无论是“言说-倾听”还是作为

其延伸形式的“文字-阅读”模式,都具有浓厚的知识和权力方面的精英性质,这种性质首先内在

于语言符号、真理与权力之间的一体性关系,正如尼采所说,人类的真理意志驱使人类生产出各

种形态的语言修辞形式并通过这些修辞来树立以真理为名的权力:“什么是真理? 一群活动的隐

喻、转喻和拟人法,也就是一大堆已经被诗意地和修辞地强化、转移和修辞的人类关系,它们在长

时间使用后,对一个民族来说俨然已经成为固定的、信条化的和有约束力的。”[29]语言作为真理

的阐释形式,本身就是真理或知识的表现形式,同时也就是以真理为名的文化权力的实践形式。

福柯对知识的考古学和系谱学追踪,厘清的也正是知识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先知、哲人和神

职人员等文化精英,以及后来学科化和专业化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真理或知识的生产者与阐释

者,无疑也是文化阐释的权威力量,对文化有着规约性的意义。利奥塔认为,在信息化时代,知识

的权力特征更加明显:“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 谁知道应该

决定什么? 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30]

尽管印刷技术使得“文字-阅读”模式有了更广泛的适应群体,也使得像《圣经》等经典的权

威阐释受到怀疑,但由于语言文字、真理、知识以及权力之间的内在性的关系,这种怀疑带来的并

非权威阐释本身的消失,而只不过是权威阐释在精英内部的转移。文本具有的真理性或起源神

话仍旧是阐释和阅读的某种理想。与本雅明对传统艺术的分析类似,理解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仍

旧是文字阅读是否有效的基本依据,这也使得话语的生产和阐释的权力依旧限制在精英群体的

范围之内。
(二)文字阅读的精英化条件限制大众的阐释依赖

从接受者角度看,“文字-阅读”反而对接受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刷

文字本身代表了文化上的权威力量,它意味着科学性、真理性以及可接受时间检验的永恒客观

性。这种权威力量也传递给接受者,使文字阅读获得严肃性和仪式感,使人们对铅字和油墨书香

充满神圣感和敬畏之情。不仅如此,文字阅读本身的精英化条件也是十分明确和具体的。接收

者首先必须是一个能够进行阅读的人,需要识字能力,需要文化教育作为基础,也就是接受者无

论出自何种社会背景,它在文化接受的过程中都必须具备知识、阅读以及阐释的能力,需要系统

的专业知识的培训,需要突破感官的限制进入到理性意识的范围。按照通俗的说法,就是需要成

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具有相当理性能力的“文化人”。波兹曼指出,文字阅读不仅需要心境、时间

和身体的长时间安静,还涉及理性能力和逻辑能力:“印刷文字对于我们的身体和大脑都提出了

相当苛刻的要求。但是,控制你的身体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你还必须学会注意书本上文字的形

状。你必须看穿它们,这样你才能直接了解这些形状所代表的意思。……你要接受一个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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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为这本书里几乎没有什么词组和句子要求你联想具体的形象。……聪明则意味着我们

可以不借助图画就可以从容应对一个充满概念和归纳的领域。”[31]

在资本主义文化逐渐大众化和平民化的历史中,这种文化接受的精英化要求代替了封建社

会的等级限制,变成了一种新的筛选和淘汰机制,一种外在的权力限制逐渐变成一种接受条件和

接受能力的限制。文化接受的精英性使受众要么接受精英教育的训练,接受特定的阐释方式,要
么依赖现有的阐释权威,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文化权力的实践空间,维持了启蒙运动所设定的

从精英到大众的等级化传播模式。米歇尔·德赛都指出,在“文字-阅读”的文化传播模式中,阅
读被“嵌套”在包括老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这样的力量关系之中,文本就像一个读者永远无法到

达的岛屿,而读者总是怀着一种“不忠”和“无知”的罪感,而那些拥有特权的“真正的阐释者”常常

成为官方正统和合法阐释,在文本和读者之间建立起一道屏障,把那些与自己不同的阐释作为异

端和无意义的理解排斥在外,“从这个角度看,‘文字的’意义就是一种社会力量的标志和结果,这
力量就是精英”[32]。

“文字-阅读”模式精英化条件的维持及其规约性权力的形成,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以

声音或文字形式存在的语言所具有的透视性质。在传统观念中,语言符号能够成为人类交流的

工具,就必然存在一个可流通的语言意义的内核,这个内核不会因为具体的交流而受损,就像胡

塞尔在寻找语言交流的理想的共通性及其先验基础时所假设的那样。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以
来,哲学家们逐渐对语言的“透明性”传统产生了广泛质疑,意识到文字作为一种媒介具有的含混

性,意识到横亘在人和世界之间的文字这个中间地带是一种具有阴影和变形的透视形式。正如

德里达批判胡塞尔时所称,语言流通的理想性内核并不存在先验的基础,因为这种理想性不过是

一种世俗的重复性,其中充满自我分裂、矛盾、差异和延迟[33]。索绪尔语言学也认为所指仅仅与

概念相关,而不能等同于明确清晰的外部世界本身。并且,语言对外部世界的描述也不是全息性

的,而是一种带有选择性和缺损空间的转述与阐释。正是如此,在外部世界与信息接受者之间,

文字就变成了一个充满复杂张力的、具有极大弹性的空间,其中权力、欲望、情感、想象、环境等各

种影响因素扭结在一起,形成了这一地带的重峦叠嶂及其“不可见性”。但是,文字信息及其阐释

却以真理性为名常常忽视这种“不可见性”,通过德赛都所说的精英的阐释垄断,欲望和权力的要

素也就潜在地包裹在了知识生产和真理性追求之中。

总之,尽管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存在一个文化逐渐大众化的过程,但“文字-阅读”模式的精英

化要求始终是存在的,识字的水平和速度、知识视野和理解能力、专业话语的权威再加上全球化

时代的跨语言要求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对现代信息的接受形成了障碍。这些障碍一方面缩小了

大众文化接受的范围,限制了文化接受的深度延伸,同时反过来强化了大众的文化接受对精英知

识分子及其阐释权威的依赖性,使大众在接受这些权威阐释的过程中潜在地接受其意识形态的

质询和主体规训。西方现代主义就可看作是传统精英文化意识的一曲挽歌,后现代文化则标志

着一个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在现代主义的巅峰时期,高等文化跟大众文化(或称商业文化)分
别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美感经验范畴,今天,后现代主义把两者之间的界线彻底取消了。”[34]424

四、现代大众社会:多元文化需求对精英文化权力限制的突破

今天是一个知识和信息爆炸的时代,大众社会特征越来越明显,文化的大众化已经是一种无

法避免的历史潮流。无论人们对大众文化的看法是褒还是贬,是消极还是乐观,在移动媒体和互

联网技术支撑下,这种历史潮流已经是一个必须承认和面对的现实。
(一)现代“大众”的“非组织性”特征

詹明信所说的“高等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审美界限的消失”,实际上也指出了现代大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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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与大众本身的群体界线消失的现象。传统精英文化立场对“大众”理解常常采取一种二元对

立模式,即“贵族/平民”“上等人/普通人”以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少数人/多数人”这样的群

体划分。这样理解的“大众”常常是一个缺少知识和理性因而需要启蒙和拯救的对象,而由资本

主义文化工业统治的大众文化则浇灭了这一精英理想。从尼采到加塞特,从艾略特到利维斯和

法兰克福学派,都对大众文化心怀悲愤而对精英文化满腹乡愁。目前我们讨论的“大众社会”的
“大众”是一个威廉斯意义上的概念,所有人都会在某种情况下成为“大众”,成为别人眼中芸芸众

生的一员,正如我们自己把那些身份模糊的所有人称之为“大众”一样。“大众”不过是现代社会

的一个角色和身份状态,每一个人在掩盖和越出职位、学识以及政治、宗教和道德等各种群体身

份而成为众生中的独立个体时,都可以看成大众的一员,恰如威廉斯所说,“实际上并不存在大

众,只存在把人们看成大众的方式”[35]。国内学者在研究“大众文化观”和“大众传播观”时认识

到:“大众传播观的发展表面上是效果的反复,本质上还是受众观的反复;大众文化观的演变表面

上是各种不同的文化观念互不相让,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对大众认识的纠缠。”[36]

在一个高度理性化、科层化和制度化的现代社会中,人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某个组织或群

体,在各种不同的组合中和各种不同的范围内存在身份的认同。但他们也有溢出这些结构性关

系限制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原子并因此具有自由流动性的时刻,尤其是人们在分享共同的媒介信

息时。德弗勒说,大多数理论家会强调从“个人与周围社会秩序的关系”而不是从人口数量角度

来理解“大众”概念:“第一,个人处于心理上与他人隔绝的疏离状态;第二,非人格性在人们的相

互作用中盛行;第三,个人比较自由,不受非正式社会义务的束缚。”他认为布鲁姆和塞尔兹尼克

“精辟地概述了大众社会概念的要点”,总结起来就是“非组织性”[37]。这样来看,“大众”拥有的

恰恰是差异性、流动性、“解辖域化”和“非组织化”等特征,既不是马尔库塞担忧的“单面人”,也不

是勒庞所说的那种个体完全被群体淹没的“乌合之众”。这些原子化个体可以在流动中随时组合

为分子群体,只是这种组合具有非强制性,并且也仅仅是大众的一种临时形态。换句话说,“大
众”是那种打破了一切人为界限的同时又在流动中随时可能进行链接和组合的那种个体的集合,

奈格里称之为“扩散的独异个体的集合”,“是原子的集合,该集合总是随着非时间性的和例外的

倾向而动”[38]。这也是麦奎尔所指出的大众具有“在不断变化的边界内随意组合”的特点。这意

味着大众一方面是“异质的”,因为它“由来自所有社会阶层和人口群体的大量人组成”,但另一方

面又存在临时、流动的组合可能性,因此在“选择一个特定兴趣对象的行为上有同质性,在见解方

面也与那些想‘操纵’它的人相同”[39]。这些关于大众的看法,都看到了大众的个体存在,看到了

个体的独立性、差异性和组合的各种可能性。相反,从一个与大众有特定距离的立场,或者从文

化工业以及政治统治的自上而下角度看,大众就可能被看成一个“模糊”的“同质化群体”。

以多元个体为基础的大众社会具有非组织化特征,而另一方面我们又通常认为资本主义高

度发达的阶段是高度理性化、组织化的。这种看上去十分矛盾的状况,只有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状态去理解才能取得协调。也就是说,所谓“大众”状态,其实正是一种对“组织”“界限”和“理性”

的逸出状态。这种状况也符合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即个人作为社会生产结构中的一部分而存在

时是“组织化的”,有着各种各样明确的社会界限意识和规则意识,这时候,他在某种意义上说不

属于他自己;而当他作为个体消费者而存在时则是“非组织化的”。从这个角度看,费斯克以及霍

尔把大众作为一个实体的社会群体,并把它作为“从属者”而与“权力集团”对立起来的看法,还是

有一定缺陷的。但是,霍尔已经注意到这种对立其实也是一种“同质”和“异质”的对立,是在经

济、立法、道德、美学等各个领域具有“相对统一、相对稳定的社会力量”与“形成和再形成的相异

和分散的”社会构成之间的对立[40]。这实际上已经涉及“组织化”和“非组织化”的社会关系状态

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实体的阶级、集团或群体的对立。在高度发达的大众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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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技术面前,大众文化几乎就是所有人的文化。当领袖和平民、知识精英和文盲观赏同一部电影

或电视剧时,他们都同样只是作为消费意义上的“大众”,有着同等的选择消费旨趣的个体权利和

自由。这就是麦奎尔所说的“所有的社会阶层在使用大众媒介的类型方面是十分一致的”,因此

大众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共享文化”[41]。
(二)消费市场的扩张与现代“大众”的僭越性

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组织化状态和“非组织”状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的矛盾性

决定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追求最高效率,因此其生产状态中的人是高度协作和组织化的;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对消费市场的追求则是无限细化和扩张,这种本性决定了它拥有冲破一切消

费壁垒的力量,既要消除文化消费的社会群体与组织界限,又要消除观念的限制。市场扩张制造

了容纳各种差异性生存状态和多元化消费旨趣的现代“大众”,使市场想尽一切办法对各种可能

的观念领域进行逾越、渗透和吸收,由此带来强大的摧毁壁垒的力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
对这种力量进行了气势恢宏的总结:“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

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

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

联系了。……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一切固定

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

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42]

总之,资本主义对市场的追求带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打破了一切可能的限制。
(三)现代大众的多元文化需求对精英文化的突破

与资本主义消费市场的扩张和现代大众的“非组织性”“僭越性”相应,文化市场的扩张也会

要求文化消费越出精英范围,生产一切可能的文化形式并传播到一切可能的群体或个体的消费

对象那里。它既突破了速度、时空和民族的限制,也突破了以言论自由为口号的单一文化价值观

的要求,突破了文化形式和传播技术障碍的要求,突破了以文字为主的载体形式的限制,从而走

向视觉和听觉、文字和图像相融会的要求。在市场机制下,以满足大众消费为市场追求的现代文

化必然是一种多元文化,大众的文化需求必然是一种突破精英文化形式和消费者限制的多元需

求。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印刷工业、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支撑的传媒时代,正现实地展现着这一文

化景观,这就是詹明信所说的“全新的文化形态”后现代文化:“在这里,只有多元的风格,多元的

论述,却不见常规和典范,更容纳不了以常规典范为中心骨干的单元体系。”[34]452在资本和市场逻

辑下,追求“常 规”和“典 范”的 精 英 主 义 文 化 走 向 了“美 感 上 的 民 本 主 义(aestheticpopu-
lism)”[34]423。

詹明信所称“多元化”趋势所体现的,是“非组织化”形态的“大众”的一种消费自由。从某种

意义上讲,对大众文化的悲观或乐观立场,其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如何看待这种“自由”。悲

观论者看到了各种界限和规范的消失,认为最终带来的是大众的同质化,因此是一种“伪自由”。

乐观论者却看到,规范消失后,更多的个体性差异获得了实现的可能性。马歇尔·伯曼指出,资
产阶级自由交易原则那冲破一切的“没有良心的自由”,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敌人也可以利

用大量的自由来做自己的工作———阅读、写作、演讲、聚会、组织、示威、罢工、选举等等”[43]。当

然,它也必然要容纳消费的自由,向无数种差异化的消费旨趣开放,它冲破一切观念障碍,同时也

意味着容纳一切可能的观念。从这个角度看,詹明信所说的那种“高等文化跟大众文化(或称商

业文化)”的“界限的消失”[34]424,就既不能理解为“高等文化”的“低等化”,也不能理解为启蒙思想

家设想的那种精英文化的大众普及,而是指向一种包括“高低深浅”在内的、容纳各种差异性消费

的、展览性的文化“聚合状态”。可以说这也是形成大众社会的使“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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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具有内在同一性的重要原因。

资本主义市场的自由辩证法促成了大众社会的形成,文化工业和文化市场也促成了文化大

众化的历史潮流,使得精英性质的文化传递模式逐渐呈现出它与这一历史趋势难以协调的有限

性,呈现出它在文化意义生产方面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的限定性和规约性,以及受众在文化接受

方面因为精英化的条件限制而产生的对权威意识形态阐释的依赖性,等等,这些有限性都难以满

足文化消费的多元化和个体自由的要求,从而使“文字-阅读”模式受到挑战。由此,阐释权威逐

渐走向衰落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必然:“现代世界已目睹了传统力量在总体上的衰落,尤其是以这

种方式规约意义的知识分子的力量的衰微。”[44]

五、“图像-观看”:阐释的包容性与文化权力的大众化

与“文字-阅读”模式相反,那种能够在文化传播、文化接受和阐释方面容纳各种个体能力差

异和可能性的模式,才能够冲破各种可能的文化阻隔和精英化的条件限制,与今天的“大众文化”

的普适性和多元性要求相适应。可以说,这正是视觉文化转向、图像时代到来和“图像-观看”模
式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视觉文化的多元化特征

吴琼曾在总结视觉文化研究谱系时提到,通过对“视觉性”问题的关注,“视觉文化研究者们

明智地让自己摆脱了高雅与大众的纷争”[45]。这些研究者之所以力图摆脱“高雅”与“大众”的二

元结构,正在于注意到了视觉文化问题超越任何人群划分、超越精英话语范围的特点,因此把研

究关注点落在“视觉性”上面[45]。与拉什和利奥塔尔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一样,他们关注的是一

个已经处于后现代的“社会”整体状况,这个“社会”是消除了任何文化阻隔的“大众社会”。对这

种二元结构的规避,当然也让我们得以把视觉和图像文化从理性/感性的对立以及理性的限制中

解放出来。罗兰·巴特把文字和图像在文化传播中的历史地位翻转称之为“文化自然化”过程,

即一种文化传播的图像化和视觉化过程[46]。但这里的“自然化”不是“肤浅化”,也不能理解为盲

从和趋同的“流行化”,而应被理解为突破理性话语限制的、包容多元可能和具有普遍适应性的

“大众化”。因为“观看”作为一种信息的接受和理解过程,既容纳了浅层的认知,也同样包含了深

层理解的可能性。这种原初自然的形式是包容最为广泛、层次最为丰富复杂的形式。如果忽视

“大众化”和“流行化”的区分,就很有可能陷入对图像时代的矛盾观念之中。有学者认为,视觉艺

术消费导致了“大众对图像审美的盲从和主观审美的低下”,但同时又认为“在对其消费的过程中

不同文化阶层可以获得不同的视觉感受和不同的生活感悟”[47],这两种矛盾表述正是未能区分

“流行化”和“大众化”的结果,不过,作者还是敏锐地意识到了艺术图像消费中存在的多元解码选

择,这也正体现了图像在突破精英限制方面的广泛适应性。
“图像-观看”突破精英话语限制而走向大众的普适性,不仅包含了艺术形式的图像,也包含

了科学和信息形式的图像,这在今天的电子媒介中已十分普遍。标志着图像形式的文化传播并

不仅限于电影电视和摄影等艺术领域,在其他文化领域同样有文化大众化的潜能。2017年,美
国老牌新闻媒体《时代周刊》曾分别在Twitter及Instagram两款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相同的

关于日全食的新闻报道,结果Twitter的点赞数仅为67次,而Instagram的播放量则超过21万。

这则新闻所涉及的分析材料指出,以图像为中心的媒体Instagram的确从数据上体现出其受众

的适应广度远远超过以文字为中心的媒体Twitter[48]。我们显然不能把这一现象仅仅理解为感

性的狂欢和对理解文字信息的粗浅化和娱乐化,只能说图像在这里比文字更具有受众的包容性,

并且可能为许多受众播下了走向专业研究的种子。

那么,为何“图像-观看”模式比“书写-阅读”模式更能适应现代“大众文化”,更能包容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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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差异的大众文化需求呢?
(二)图像与大众文化阐释的主动权

本文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图像相对于文字而言的独特的接受和阐释特征,而阐释和接受正

是文化权力实践的核心地带。无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还是福

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来看,文化形式进行的权力实践都只有通过文化阐释来发挥作用。也就是说,

文化政治不只是停留于文化生产,它还是一种关于解码、意义生产或阐释权力的政治。有意思的

是,霍尔及其后继者戴维·莫利、洪美恩、约翰·费斯克等人的受众研究以及“新受众研究”,他们

关注的“解码”或阐释领域恰恰集中在电视等视觉文化领域,并且从中看到的恰恰是受众在图像

阐释中获得的文化主动性。例如,约翰·费斯克在电视研究中把大众看成是“主动的行动者”,而
非“屈从式主体”[49]。他还把观众对电视文本的多义性解读作为一种“意义的抗争”形式,甚至认

为这种抗争“可能是改变社会结构的主要动力来源”[50]。本雅明电影“蒙太奇”的革命潜能以及

菲斯克讨论的电视接受的主动性,都涉及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图像阅读问题。大众在电影和电视

观看过程中获得解码的能动性,主要还是来自电视作为一种视觉展览而具有的区别于语言文字

阅读的特征。换句话说,这种能动性主要来自视觉或“图像-观看”这种信息接受模式本身所具

有的解码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解码特点使得“图像-观看”这一文化传播形式有了

重要的文化政治内蕴。

国内学者对图文问题也有较多的讨论。吴琼较早撰文总结了视觉文化研究谱系,指出“视觉

中心主义”和“视界政体”是一个源自希腊的文化传统[45]。实际上,在中国同样有“仰观俯察”的
视觉传统。周宪谈到康德、黑格尔把视觉和听觉作为与人的认识能力相关联的最重要的感官,他
进一步补充认为,“在人的视听感知中,视觉又有某种优越性而超越了听觉。如果我们不是从感

官通道本身,而是从感官形态与文化联系上来思索,视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其直观、感性和理

解的直接性上,而且与图像或形象密切相关”,他还进一步把视觉相对于听觉的优越性同图像对

文字的优越性联系起来,“即是说,视觉对听觉的优越性也就呈现为图像对语言的优越性上”[11]。

不过,我们注意到,视觉的优越性不是一个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的特征,但视觉文化和图像的兴

盛则是晚近的历史现象,是随着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也就有必要把视

觉把这一现象与大众社会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正是如此,本文才把文化权力、图像观看与大众社

会的适应性等作为一个较合适的讨论视角。
(三)“图像-观看”与阐释层次的丰富性

视觉文化的大众普适性总体来说是由于它能容纳大众的多元文化阐释,也就是说,不通过情

景中的各种形式和层次的图像阐释皆具有自身有效性。

首先,这种包容性源于“图像-观看”模式在意义建构方面的低起点特征,即它是人类认识世

界最重要的基础方式。无论是“经验”“直观”还是 “现象”“时空形式”等概念,都在很大程度上与

人对世界的视觉感知或“观看”问题相关联。换句话说,视觉经验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出发点

和最主要的阐释对象。约翰·伯格说:“观看先于言语。儿童先观看,后辨认,再说话。……正是

观看确立了我们在周围世界的地位。”[51]阿恩海姆认为:“任何一个人的眼力,都能以一种朴素的

方式,展示出艺术家所具有的那种令人羡慕的能力,这就是那种通过组织的方式创造出能够有效

地解释经验的图式的能力。这说明,眼力也是一种悟解能力。”[52]对视觉材料的理解无论多么复

杂,都首先必须经过这种感性悟解的过滤,即我们首先要对视觉材料有所“感觉”。有学者指出,

这种看似低层次的“感觉”入口,对于“理解影像和阐释影像的意义同样是不可或缺的”[53]。观看

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信息的感性接收过程,同时也是有效的思维过程和意义建构过程。滕守尧指

出:“阿恩海姆的一系列论述都旨在证明,感知,尤其是视知觉,具有思维的一切本领。这种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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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指人们在观看外物时高级的理性作用参与到了低级的感觉之中,而是说视知觉本身并非低

级,它本身已经具备了思维功能,具备了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54]感性层次的可阐释性是图像

理解适应大众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无法理解的文字则不可能具有感性层次的意义建构渠道。

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只有无意义的文字,没有无意义的图像和视觉经验。

不过,“图像-观看”模式在意义建构方面的低起点特征并不意味着它只能停留在起点的层

次,而是说它相比于“文字-阅读”那种精英化的高门槛要求,有着更丰富的层次和更广泛的适应

性,亦即更能适应大众社会不同层次的信息需求与信息处理能力,这也是视觉文化与大众文化具

有内在一致性的重要原因。图像理解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深奥复杂的,它具有自身独立的意

义传达方式。拉尔夫·波萨克在研究图像和文字之间的关系时,明确强调图像不是“文字”的附

属品,而是与文字一样的独立的“自我指涉系统”,具有自身独立、完整表意方式,人们可以避开文

字的导向实现自己对图像的理解,进而理解自我和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对图片或图片中某一事

物的即时理解是超越语言和文本内容本身的(并不需要经由语言及文本内容作为媒介),但这一

点却往往有意无意地被遗忘,从而未在方法论层面和行动理论中得到进一步讨论。”[55]米歇尔在

研究“图像转向”时不仅意识到了这种独立性,还注意到了图像理解的复杂性,因为图像本身就应

该被“当作视觉性(visuality)、器官(apparatus)、制度(institutions)、话语、身体和喻指性(figurali-
ty)之间的复杂作用”[56]。观看行为是“深奥的”,它有着超出符号文本的向度,“以语言学转向模

式建构的符号学可能无法处理图像”,“文本性模式恐怕无法充分解析视觉经验或‘视觉识读能

力’”[56]。

对图文差异的这些讨论说明,大众不仅可以通过“图像-观看”模式进行意义建构,同时这种

建构也可以具有十分复杂的面向。正如康德所说,感性经验一方面可以经由规定性判断而进入

知性解析的领域,通过各种先天范畴的加工处理而走向知识性的意义建构。另一方面,感性经验

也可以在保留自身完整性的基础上经由反思性判断的处理进行审美的意义建构。潘诺夫斯基在

《图像志与图像学:文艺复兴艺术研究导论》一文中把图像阐释分为原初的、自然的形式层次,以
传统惯例和风习为主的理解层次,以及以阶级、时代、种族等深层内涵为主的象征理解层次等三

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感性直观的没有种族文化的区分,而只要在一定传统中并受到传统文化

和风习影响的人,也可以很容易进入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则主要是专业领域的阐释对象[57]。

这三个层次较为完整地展示了图像理解的丰富层次和对观者的包容性。尽管潘氏针对的是艺术

图像,但这种图像理解的特点同样适用于一般图像的理解和阐释。米尔佐夫也举例指出,一幅漫

画既可以适应儿童,也可以被成熟的艺术家所领悟,同时“在运用得当的情况下能够触及甚至是

最复杂的道德问题”[58]。这些讨论显示,图像既可以适应于纯粹感性的情形,就像婴儿睁眼看世

界;也可以是感性基础的意义建构情形,就像儿童对世界进行初级认识的看图识字;还可以是艺

术直观的情形,就像视觉艺术领域中发生的各种观看情形;当然,在批评家和相关学者眼中,它也

完全可以是深奥的文化信息载体,可以进行深度阐释;甚至也可以基于超越语言的可能性而成为

神秘主义和图腾的温床。同样一幅图像,完全可以容纳不同层次的“观看之道”和意义建构方式。

这些都使图像媒介获得了它在大众社会的文化适应性。
(四)“图像-观看”与阐释的非权威化

“图像-观看”的复杂性和多向性,容纳的正是人类在用眼睛面对世界时的全部复杂性和多

向性,这正是大众社会本身的特征,而不是像文字阅读那样会对人群进行条件筛选。“图像-观

看”模式也就因此意味着对“文字-阅读”精英文化模式的超越。它一方面以自身的阐释代替了

对精英阐释的依赖,另一方面也很难对图像阐释进行精英化和权威化。
“图像-观看”作为一种“视觉思维”过程,意味着人类认知心理的全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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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确定性包括了图像阐释丰富复杂的层次、理解的不同选择和随机的环境影响,这一点正与

大众社会拥有各种可能的文化需要相一致。国内也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即图像阐释表面上看

是趋同的,但“图像带给人们的知识与信息往往是‘不规则’和‘非线性式’的”且“具有意识形态

性”[59]。这里的意识形态性当然暗含的是不同阐释背后的意识形态选择。在阐释上升为本体论

的哲学阐释学之前,追求客观确定性一直是意义研究的主要目标,不确定性因素则被极力排斥。

在阐释学以及后结构主义影响下,意义媒介的不确定性才得到明确关注。这种转移,也同样意味

着追求真理唯一性权威的精英化要求逐渐转向了对杂多的大众理解的合法性承认。与文字阐释

追求确定性和有着较为明确的话语系统限制不同,图像天然具有它超越于语言意义的开放性,特
别是其感性层次的开放性更能反映大众多元理解的合法性,甚至成为大众社会图像消费的根本

特征。巴特的图像研究曾经一度十分注重图像中暗含的意识形态的规约性,但在后期研究中却

更加明确地对图像的非确定性感兴趣。他注意到图像阐释有一个难以捉摸的“第三层次意义”,

它超出一般常识和意识形态规约性,这与米歇尔和波萨克意识到的图像超出语言的那部分有异

曲同工之妙。这层意义“显而易见”,但却“飘忽不定,然而又就在那儿。其所指是什么我说不清,

至少无法给它一个名称”[60]。由于电子传媒时代电子图像的广泛存在以及智能化视觉处理的大

量需求,今天的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都十分关注图像理解问题,而这些方面的研究

又恰恰为我们揭示了图像理解与文字理解完全不同的、内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图像

包含的信息是直接或间接的生活世界的信息,具有包含生活世界各种可能的“全息性”,因此图像

信息本身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尽管图像生产本身可能有着明确的意义传输意图,但
却无法像文字阅读那样向理解者传达明确的意义规定和阐释取向,对纯粹的图像而言,其阐释是

开放的。第三,图像阐释的开放性使得阐释的方式与过程都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于主体的特定处

境,而不同大众个体的处境极为丰富复杂,加上缺少规约的限制,其图像阐释的个体取向也必然

是丰富复杂的。图像与观看者之间的这种复杂的、不确定的相互关系,被霍斯特·布雷德坎普

(HorstBredekamp)看成是图像行为理论的核心。他所说的三类图像行为实际上皆着眼于这种

复杂的交互:“图解的图像行为以身体对图像的影响作为基础,替代的图像行为以身体和图像的

交换为前提,内在的图像行为通过形式的潜能起作用。”[61]

总之,这些不确定性都使得图像本身要完成某种明确的权威表达变得十分困难。对图像进

行精英化阐释、达成阐释取向的唯一性和权威性也就失去了可靠基础。只不过就像巴特所说,意
识形态话语或“神话”的目的,在于通过文字对图像进行清晰说明,通过“净化”强行实现意义的

“锚定”[62]。但在纯粹的图像观看状态下,作为消费者的大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开这种强制的

意义锚定,从而架空意识形态单向度的文化权力实践。与此相反的则是大众各种阐释背后的不

同意识形态选择,图像阐释的非线性和非稳定性提供了这些选择的可能性,远远超出图像制作者

的意图传递。“图像中暗含着某些文本制作者尚未觉察的,也并非他们意图传达的多样化信息。

这种充满迹象性的视觉画面令图像的解读产生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但同时也带来许多意想不到

的可能性。”[59]并且,大众不同向度的阐释对于各种状况的主体选择来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

是自足、合法和有效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视觉文化背景下“图像-观看”文化模式的扩张,

实际上暗含了文化权力从精英向大众个体的转移。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以真理话语为基础的意

识形态阐释系统向以自我欲望和需求为主的大众消费系统的转移过程。

六、结语:“图像-观看”与精英阐释权力的弱化

图像作为意义载体是人类最为原始的文化媒介之一,也是最原始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说,

人们能够对图像进行各种复杂多元的阐释并且具有意义建构的有效性,这本身就是人类语言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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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能够逐渐形成的一个基础。人类语言的最初形态具有“命名性”和“诗性”的特点,应该说也是

指其表达和阐释方面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在语言不断逻辑化、理性化、系统化和真理化的过程

中,在交流过程中,语言符号的意义逐渐趋于明晰稳定,并能够在字典中进行规定和描述,语言逐

渐取得真理阐释的权力,并成为意识形态实践最重要的媒介形式。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辩证法

带来了文化的大众化和商业化,加上现代复制技术和成像技术的发展,图像重新成为广泛流行的

重要意义载体,其基础也许正在于图像描述世界的原始直观性以及图像阐释的自由多元特征在

大众社会的广泛适应性。尽管图文媒介文化中心的转移可能存在诸多问题,但在现代媒介技术

支撑下,大众却在很大程度上借助“图像-观看”模式弱化了对精英阐释的依赖,增强了文化表达

和文化阐释的自主权力。在利奥塔看来,这种转换反映的正是后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趋势:即以

感性思维为基础的图像文化对“大众”和“精英”对立的消解,也是对语言文字为主要表现形式的

“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精英文化传统的强力反叛[63]。其最终带来的不是大众文化和图像的新霸

权,而是一种破除等级、追求文化丰富性和多元性尤其是追求感性合法性的自由。这种自由体现

的正是一种对精英文化限制的超越和文化权力的大众化趋势。不过,大众和精英并非天然的文

化对立形式,这也意味着“图像-观看”模式只有在作为一种精英文化补充及文化自由之体现时,
才具有积极的价值。相反,如果图像媒介成为低层次、庸俗文化的载体,成为纯粹的欲望表达与

传递形式,甚至以拟象代替真实、用图像技术扭曲和掩盖真实,这种大众文化权力同样也会因为

滥用而成为一种限制和暴力,自由多元就会演变为混沌失序,其积极性也就因此而消失了,也许

这正是图像时代隐含的可能的危机。

参考文献:
[1]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M].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56.

[2] MITCHELLJT.Picturetheory:essaysonverbalandvisualrepresentation[M].Chicagoand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

goPress,1994:11-13.

[3]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 JAYM.Thedialecticalimagination:ahistoryoftheFrankfurtSchoolandtheInstituteofSocialResearch,1923—1950[M].

HeinemannandLondon:HeinemannEducationalBooksLtd.1973:180.

[5] LEAVISFR.Forcontinuity[M].NewYork:BooksForLibrariesPressFreeport,1968:18-21.

[6] 雅克·拉康,让·鲍德里亚,等.视觉文化的奇观:视觉文化总论[G].吴琼,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 陈永国.视觉文化研究读本[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8] 周宪.视觉文化读本[G].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9] MIRZOEFFN.Anintroductiontovisualculture[M].London:Routledge,1999.

[10] 徐沛.国内视觉文化研究的范式及其特征[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1):100-103.

[11] 周宪.反抗人为的视觉暴力———关于一个视觉文化悖论的思考[J].文艺研究,2000(5):14-20.

[12] 周宪.文化的转向:当代传媒与视觉文化 看的方式与视觉意识形态[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21-24.

[13] 段钢.视觉文化背景下的图像消费[J].江海学刊,2006(2):61-66.

[14] 张伟.从“非礼勿视”到“视觉狂欢”———图像时代的视觉伦理及其文化表征[J].兰州学刊,2017(1):111-118.

[15] 张伟.“视觉转向”与身体美学的现代逻辑[J].文艺理论研究,2017(4):188-195.

[16] 杨小彦.话说读图时代———李陀、刘禾专访[J].天涯,2001(1):166-175.

[17] 金惠敏.图像增殖与文学的当前危机[J].中国社会科学,2004(5):167-178.

[18] 周宪.“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J].文学评论,2005(6):136-144.

[19] 司皓君.世界图像时代的危机透视[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1(5):6-9.

[20] 张才刚.符号学视野中的“图文之争”[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2):104-108.

[21] 何林军.视觉文化的出现及其原因略析———兼及图像与文字的比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1):60-65.

[22] 曾军.近年来视觉文化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J].文艺研究,2008(6):5-12.

[23] 唐宏峰.视觉性、现代性与媒介考古———视觉文化研究的界别与逻辑[J].学术研究,2020(6):36-43.

[24] 程立涛.图像的价值传播功能三题[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9(4):89-95

371



[25] 刘洪.论图像与权力的关系[J].钦州学院学报,2008(8):72-78.

[26] 史修永.图文之争: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与反思[J].齐鲁学刊,2012(4):157-160.

[27] 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M].杨豫,王海良,汪堂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作者序言3.

[28] BALAZSB.Theoryofthefilm:characterandgrowthofanewart[M].London:DoverPublications,1970:39.

[29] 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M].田立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106.

[30]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4.

[31]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1-32.

[32] DECERTEAUM.Thepracticeofeverydaylife[M].Berkeleyand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170-171.

[33] 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M].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88-110.

[34]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M].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35] WILLIAMSR.Cultureandsociety,1780—1950[M].GardenCity,NewYork:AnchorBooks,1960:319.

[36] 隋岩.大众文化观与大众传播观的并行应和[J].社会科学,2015(9):161-174.

[37] 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大众传播学诸论[M].杜力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178-179.

[38] NEGRIA.ArtandcultureintheAgeofEmpireandtheTimeofMultitude[J].Substance,2007(1):48-55.

[39] MCQUAILD.Masscommunicationtheory:anintroduction[M].NewYork:SAGEPublications,1983:36.

[40] 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M].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8.

[41] MCQUAILD.Towardsasociologyofmasscommunications[M].London:Collier-Macmillan,1969:94-95.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2-403.

[43] 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46.

[44] 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45.

[45] 吴琼.视觉性与视觉文化———视觉文化研究的谱系[J].文艺研究,2006(1):84-96.

[46] BARTHESR.Image-Music-Text[M].HEATHS.ed.andtrans.London:FontanaPress,1977:26.

[47] 杨成立.新媒体时代艺术图像消费的流行性论析[J].艺术百家,2018(3):79-85.

[48] 两张图告诉你:为什么文字已死,读图时代已经到来! [EB/OL].(2017-08-28).https://www.sohu.com/a/167757707_

188123.

[49] 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99.

[50] 约翰·费斯克.电视:多义性与大众化[G]//罗杰·迪金森,等.受众研究读本.单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217.

[51] 约翰·伯格.观看之道[M].戴行钺,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52] 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滕守尧,朱疆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56.

[53] 吉莉恩·罗斯.观看的方法:如何解读视觉材料[M].肖伟胜,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37.

[54] 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M].滕守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译者前言28.

[55] 拉尔夫·波萨克,郝小斐,陈红燕.图片阐释:作为一种质性研究的方法论[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1):56-77.

[56] MITCHELLJT.Picturetheory:essaysonverbalandvisualrepresentation[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1994:16.

[57] PANOFSKYE.Meaninginthevisualarts:papersinandonarthistory[M].NewYork:AnchorBooks,1955:28-30.

[58] 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M].倪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6.

[59] 董燕,郭绍波.图像文本阐释属性及其过程辨析[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111-113.

[60] 罗兰·巴特.文之悦[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36.

[61] 霍斯特·布雷德坎普.图像行为理论[M].宁瑛,钟长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223.

[62] BARTHESR.Image-Music-Text[M].HEATHS.ed.andtrans.London:FontanaPress,1977:156.

[63]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话语,图形[M].谢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4-16.

责任编辑 韩云波

网 址:http://xbbjb.swu.edu.cn

471


